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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侵略与所谓“支那国民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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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日的大背景下，日本学术界十分热衷谈论和研究所谓“支那国民性”，其中

有不少“研究”者露骨地表现出服务于侵华的险恶用心。他们将人性中一切负面和丑恶的东西都加于中国“国

民性”中，说中国人保守、顽固、愚昧、野蛮、肮脏、贪婪、好色、奢侈、懒惰、虚伪、残忍、变态、不团

结、势利、排外、服大、非理性、歇斯底里、妄自尊大、盲目乐观、自暴自弃、无国家观念等等，恣意描画自

己心目中丑陋的中国人形象，中国及中国人在他们笔下成了堕落的泥潭和罪恶的渊薮。他们断言中国人已经成

了一个“老废的民族”，并进而运用这些“结论”来解释中国人民的排日和抗日，为日本的长期占领和奴役寻

找根据和对策。  

【关 键 词】日本侵华；中国国民性研究；文化侵略 

        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偏见 

        关于“国民性”或“民族性”的研究，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术界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兴起的一个学术

研究领域，当时研究日本人的国民性的著作较多，如三宅雪岭的《真善美日本人》和《假恶丑日本人》

(1891)、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1909)、野田义夫的《日本国民性的研究》(1914)等；同时也有人热衷于

研究外国的国民性或民族性，特别是在当时日本意欲侵华的背景下，研究所谓“支那①国民性”、“支那民族

性”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出现了大批文章与著作。 

        这其中有三种基本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对中国国民性的研究基本是学术性的客观的研究，其中虽然含有偏见和不当，但也不乏

一些有参考价值的见解，如著名中国历史研究专家白鸟库吉在1908年发表的《关于清韩人的国民性》一文

中，通过对史料的概括和提炼，总结了中国的五条国民性特征。认为中国人是“民主的”而不是“贵族的和阶

级的”，是保守的而不是进步的，是和平的而不是侵略的，是实际的而不是空想的，是自尊的、唯我独尊主义

的。虽然白鸟库吉在他的《支那古代史批判》中对中国文化给予严厉批判，在许多文章中也鼓吹侵华，但这篇

阐述中国国民性的文章基本还算是学术性的。又如川合贞吉在《支那的民族性与社会》(1937)一书中，对中国

民族、社会和历史做了较认真的考察，他认识到了“支那民族性的复杂性”，并试图寻求内在的答案，具有一

定的学术价值。此外渡边秀方的《支那国民性论》虽然对中国及中国人没有什么好感，但对中国国民性中的正

面负面、优点缺点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客观的。 

        第二种情况是，有的研究者虽力图显出其学术性，但由于受蔑视中国的军国主义思想影响，在“支那国

民性”研究中想方设法地贬低中国，有意无意地放大中国国民性中的负面。如安冈秀夫的《从小说所见支那国

民性》②一书，从中国古典小说如《金瓶梅》、《水浒传》、《聊斋志异》等作品的人物描写中来发现和归纳

“支那国民性”，这也还算是学术研究的一种途径。但作者却专从中国小说中发掘那些能够反映中国人负面、

缺点乃至丑陋一面的例子。我们只要看一看该书的目录就清楚了。该书共有十篇，除第一篇是“总说”外，以

下各篇标题依次为：“过度重视体面仪容”、“安于命运，遇事容易丧气断念”、“有耐性，善于忍耐”、

“缺乏同情心，富于残忍性”、“个人主义、事大主义”、“过度的节俭和不正当的金钱欲”、“拘泥于虚



礼，流于虚文”、“迷信很重”、“耽于享乐，淫风炽盛”。光看这些标题，就完全可以看出安冈秀夫眼中的

“支那国民性”实在是糟糕，九条中只有“有耐性、善于忍耐”勉强不算是缺点，其他不是野蛮愚昧，就是虚

伪好色，中国人在他的笔下显然是丑陋的。 

        还有的人热衷研究中国人中的野蛮习俗，如著名中国问题和中国历史研究专家桑原骘藏写了《支那人发

辫的历史》(1913)、《支那人的吃人肉风习》(1919)、《支那人的文弱与保守》(1917)、《支那人的妥协性和

猜忌心》(1921)、《支那的宦官》(1924)等一系列文章。其中在《支那人的吃人肉风习》一文中，列举历代文

献中的有关资料，说明中国人“从上古时代就有吃人肉的风习”，而且还“决不是稀有偶然的事件，在历代的

正史中，随处都有记载”，并提醒日本“为了很好地领会支那人，一定要从表里两面进行观察”，不能光看到

他们的诗文中表现出的优点，还要看到相反的一面，云云。 

        丑陋的中国人的描画 

        第三种情况，就是赤裸裸地为日本侵华张目、寻求理论根据的所谓“支那国民性”、“支那民族性”的

“研究”。这类书大都出笼于20世纪30～40年代，较为典型的有原?兵卫的《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加藤虎之

亮的《支那的民族性》、山崎百治的《这就是支那——对支那民族性的科学的解析》、大谷孝次郎的《支那国

民性与经济精神》等。 

        原?兵卫的《支那民族性的解剖》③发表于1932年，即在伪满洲国刚刚成立时出版的。作者在序言中称：

“汉民族是满洲国三千万民众的一大部分，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当此紧要关头，对于这一问题加以说明，

我相信决不是一件无意义的事情。”说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能够为关心对支问题的人提供一点参考”。实

际上此书决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所得，而是为侵华服务的应时之作。全书充满了对中国人的厌恶之情，作者首

先指出日本人所谓的支那与日本“同文同种”论，是“错误的对支观念”。在他看来，日本人与支那人既不同

文，也不同种，因此也就没有“亲善”的基础，“不研究支那人的民族性而与之讲什么亲善，就像和手里拿着

针的人握手一样，是自讨苦吃”。接着，他分章全面地论述了他眼里的“支那民族性”。只要看看各章节的标

题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如“天命观”、“没法子”、“服大性”、“利己主义”、“侥幸心理”、“和平主

义”、“非科学性”、“法律意识的缺乏”、“残虐性”、“猜疑性”、“变态心理”、“国家观念的缺

乏”、“形式主义”、“保守性”、“面子”、“排外性”等等。他还无视中国人的“排日”、抗日是日本侵

华的必然结果的史实，却说中国人排日是由于“服大”的心理所致。在他看来，日本侵略中国不是中国人“排

日”的原因，原因是在中国人眼里日本还不够“大”，而办法只有日本对中国显得更强更“大”，中国才能

“服”，排日自然停止。作者在谈到中国人的“和平主义”时，认为“支那民族在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他们

的自然的生活只要有保障，就不会过问谁来统治”，然而他却在另一章中大谈中国人的“残虐性”，举出的例

子有：中国人从小愿意看宰杀家畜，爱看杀人的场面，刑场上往往围满了观众；说中国人对日本兵的杀戮如何

惨不忍睹，说“饥食倭奴肉，渴饮倭奴血”的诗句，就隐藏着中国人的残虐性。然而读者不禁要问：中国人既

“爱好和平”，为什么又要杀人？为什么对日本兵实施所谓“残虐”？原?兵卫不从日本侵华这一本质角度看

问题，却用他心目中的所谓“支那民族性”强作解释。他说中国人“爱好和平”，是为了要说中国人懦弱，不

喜欢打仗，没有国家观念，谁来统治都无所谓，日本人来统治当然也无所谓；又说中国人“残虐”，是为了说

明日本军人在中国被杀，是出于中国人“对残虐本身抱着一种快感的”的“动物性”，却不提日本军人如何在

中国烧杀抢掠，又如何引起中国人的必然反抗。这样的“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实际上已经与“支那民族

性”的“解剖”没有多大关系了，他拿出来“解剖”的，不过是他那军国日本的强盗心理罢了。 

        加藤虎之亮在他的《支那的民族性》④一书的序言中则明确说明，之所以研究“支那民族性”，目的就

在于服务日本侵华的现实。他写道：“如今皇军勇猛果敢地活跃于陆海空中，对傲慢不讲信义的支那给以膺

惩。此次事变的原因，就在于南京政府为了营一己之私，以巧妙的手段投合支那的民族性，使十年来培养起来

的侮日、排日、抗日结出恶果。支那的国民性究竟是怎样的？……正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兵法秘诀一

样，彼我之间互相了解，是互相敬爱和亲的要谛。所以我相信现在我们来思考支那的国民性，并不是徒劳无益

的事情。”他接着声称：“自己对蒋政权的不法非道的行为所怀有的敌忾心，并不在别人之下，但又恐怕出于

义愤而〔对支那民族性〕过于贬斥，故努力平心静气，慎阿谀，戒迁怒，尽力把支那民族性正确地传达给青年

诸君。”通观全书，不难看出加藤虎之亮在这里玩的不过是“此地无银”的把戏，是为自己的“支那民族性”

论披上客观的外衣罢了。全书所论述的“支那民族性”，包括“自尊排他”、“乐生怕死”、“缺乏国家观

念”、“尊文卑武”、“兴奋性”等，无不渗透了对中国人的偏见。 

    例如，关于“缺乏国家观念”，这是日本研究中国民族性问题的通行看法。加藤虎之亮认为“支那人是利己

的”。他说在中国，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的关系很淡薄，作为国家组织的朝廷，实际是君主和群臣百官结为一



体，休戚与共，而他们的“国家”却与下层的民众没有关系。“就好比海水，君与臣是表面的波澜，虽然波浪

起伏，但底层却是什么动静也没有。这就是‘民’，这就是支那的历史，也是现在支那人的思想。此点与皇国

〔日本〕实在是天壤之别，因此需要极大的注意。”他还将中国与日本做了进一步对比，说：“皇国的臣与民

没有差别，一生下来就是臣也就是民，在朝廷做官是臣，在野就是民这样的差别更是没有。臣就是民，民就是

臣，这就是我们的国体。而支那却不同，臣与民有着截然的区别。我国是一君万民，他们是二君一民。民从来

都是固定不变的，而君临他们的君是谁，都没有关系，民众只需要安稳的生活。”加藤的这些结论显然是皮相

之见。他把日本天皇“万世一系”、“一君万民”的固定不变看成是“国家观念”的体现，而不知中国的民众

为了改朝换代的起义与革命，更是一种“国家观念”，日本人有日本人的“国家观念”，中国人有中国人的

“国家观念”。在该书的“自尊排他”一章中，加藤又说：“汉族在黄河流域立国的时候，四周的诸民族在文

化上远远劣于它，于是汉族就生起了非常的优越感，自称中华、中国、华夏，把四方的民族称为东夷、西戎、

南蛮、北狄，呼为夷狄禽兽。所谓‘中’，是指位于世界的中央，考虑到适合诸蛮来朝贡；所谓‘华’，就是

文华的意思，就是自负其文化卓绝于世界；所谓‘夏’，可以训为‘大’，解释为国土广大……就是大国、强

国，以文化优越自任的名称。”加藤的这些说法没错，但却暴露了他在逻辑上的先后矛盾，因为这些恰恰可以

反过来证明，中国人是不“缺乏国家观念”的。加藤极力强调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这一命题，无非是为了

用这一命题来解释当时的现实。以当时中国人的所谓“侮日、排日、抗日”，当然无法说明这是中国人“缺乏

国家观念”的表现，但加藤却极力把这个归结为中国政府的煽动。在他看来，中国民众的抗日并非自发自觉的

抗日，而是因为中国政府“将侮日、排日作为国策的基调”，是政府“实行抗日政策”的结果。而举出“自尊

排他”，又是为了说明“自尊心伴随着卑他心，特别来源于他们在历史上与其他民族的竞争，阻止北方戎狄的

南进，而自己却自由进出南方沃野。这种竞争的结果，不单单是自尊卑他，更是排外之心膨胀。由此可以看

出，国家观念缺乏的他们，民族的结合心却很强。允许外国人设租界，是不屑与禽兽般的外国人共同生活，而

把他们圈在一定的区域中栖息，这可以说是他们的主要意思。”然而谁都知道“租界”是外国列强入侵中国的

一种方式，加藤对租界的设立作如此解释，不是无知便是偏见。重要的是，这些看法又与他所提出的中国人

“缺乏国家观念”自相矛盾——面对外国势力的侵入，“自尊排他”岂不是“国家观念”的一种表现吗？所谓

“民族的结合心”，难道不是“国家观念”的基础吗？加藤在这里之所以表现出这样的矛盾和混乱，都是因为

他要说明：中国人的“排日”和“抗日”是由“民族性”所决定的，“支那民族性”中天生地就“排外”，因

而“排日”、“抗日”不是日本侵略的结果，而是由“支那民族性”所决定、所造成的！ 

        加藤虎之亮的《支那的民族性》以客观公正自诩，而山崎百治在《这就是支那——支那民族性的科学的

解析》⑤一书中又进一步打出了“科学”的幌子。实际上，此书却充满了对中国人的歧视、敌视与偏见，可以

说是山崎百治所描绘的“丑陋的支那人”之大全。作为一个研究农业科学的农学博士，山崎百治在《这就是支

那人》的写作上，别具一格地采用了自然科学著作的那种形式，即每一章先分条罗列能够体现有关“支那人”

某方面“民族性”的“事例”，然后是“摘要·考察·概括”，并在其中做出自己的结论。全书分两编，第一

编是《现实中的支那民族性》，第二编是《支那民族性的史的考察》，共分十六章，从现实而及历史，罗列出

了他眼中的“支那民族性”的方方面面，亦即“支那人”的丑恶形象。包括“现实·现世·实利主义·商人根

性”；“诡辩·谎言·强辩·矛盾·婉曲”的语言方式；“掠夺·盗窃·抢劫·走私进口·欺骗·共产”的行

为习惯；“伪和·伪造·模造”的以假乱真的才能；人人都想做“官宪·官僚·统治阶级”的官本位思想；

“兵·兵匪·军阀”横行、兵与匪不分的黑暗现状；善于鼓吹和“宣传”，言论与实践、形式与实际相分离的

言行不一；对与自我无关的事物概不顾及的冷漠；追求性欲刺激的、常常处于饥渴状态的强烈性欲；鸦片泛

滥、吸烟成瘾、赌博成风、吃喝玩乐成风；为了生存与享乐而不择手段的忍耐与执著；没有国家观念、只有帮

派意识的拉帮结伙；只顾眼前利害得失的鼠目寸光的“机会主义”等等，在十六章中用了十五章历数“支那民

族性”的恶劣。山崎百治认为，要改正中国人的这些民族性，除了由日本人“来领导他们以外，别无办法”。

在“总结”中，山崎百治称：“没有绝对的善人，也没有绝对的恶人。活着的人总有善恶两面，不过是善的素

质多的被称为‘善人’，恶的素质多的，被称为‘恶人’罢了。”或许他自己也觉得把“支那民族性”说得一

无是处，有损于他的“科学的解析”之“科学”，所以他把上述的“支那民族性”分为“支那恶”和“支那

善”两类。其中，“支那恶”共占十五条，“支那善”只占七条，而且在这七条中，有些“善”在山崎笔下实

际上已经不是“善”，如“宣传”、“直观”、“中华思想”之类，他本来已基本上做了否定。看来所谓“支

那善”，不过是山崎标榜“科学解析”、“支那恶”的几条陪衬罢了。 

        山崎百治对“支那国民性”的所谓“科学的解析”，在今天几乎没有再予以“解析”的价值，因为全书



基本上是道听途说加恶语中伤。作者抱着对中国人民的偏见乃至敌意，露骨地丑化中国及中国人，简直把中国

及中国人描绘成了堕落的泥潭和罪恶的渊薮。他有意识地将旧中国社会中的丑恶现象加以集中放大，进而将人

类社会——也包括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负面文化说成是“支那人”特有的“民族性”。例如，“实利主

义、商人根性”，稍懂日本历史文化的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日本的历史文献乃至现实中，找出大量的事

例；“掠夺、盗窃、欺诈、兵匪、军阀”等在日本历代横行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荒淫无耻的“性欲”在日本

从古到今的所谓“好色”文学中更是俯拾皆是。山崎如此“解析”“支那民族性”，不但使他丧失了一个常人

应有的理性，也丧失了作为一个“博士”的起码文德和良知。究其根源，则显然出于他对坚持抗日的中国人民

的仇视心理，于是就以所谓“国民性解析”的方式在日本读者中煽动反华和侵华的狂热。他还在该书“结语”

中，把“抗日”的中国人民说成是“支那恶”的代表，把投降的汉奸说成是“支那善”的化身，把侵入中国的

日本军队说成是“日本善”。 

        在该书的“后记”中，山崎又说： 

        现在的支那事变，是日本民族对于支那民族的直接的报恩的行动。 

        一，“日本善”彻底打倒“支那恶”的元凶、巨魁，把被统治者从数千年的涂炭之苦中解救出来。 

        二，以“日本善”，援助远见卓识之士，使其发挥“支那善”。 

        三，让支那民族实现数千年来憧憬的孔〔子〕、孟〔子〕、老〔子〕的愿望。 

        自有史以来，如此大规模的国际的报恩行动绝对没有。我把它叫做“圣战”，意味就在这里。⑥ 

        山崎百治的这些画龙点睛的“点题”之语，明确地说明了他的“支那民族性”的“解析”及他罗列、凸

现所谓“支那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以“日本善”来打倒“支那恶”，为了服务于对中国的所谓“圣战”，

为此，他把“科学的解析”变成了所谓“文武两战”中的“文战”，亦即文化侵略的工具，并且还无耻地把日

本的侵华称为对中国的“报恩”行动。由此，强盗加无赖的丑恶嘴脸跃然纸上。 

        直接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支那国民性研究” 

        将所谓“支那国民性”研究与侵略中国密切结合起来的典型案例，是大谷孝太郎的《支那国民性与经济

精神》⑦一书。大谷孝太郎曾在东亚同文书院做过教授，也是一个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此前著有

《现代支那人精神构造研究》、《最近支那经济要论》等书。经济学的背景使他的“支那国民性”研究与现实

问题、与日本侵华的需要更加贴近。该书由绪论“支那国民性的实体性”和前后两编构成。前编是“支那人的

性格与世界观”，后编是“支那人经济生活及其经济精神”。其中“前编”观点较为集中，因篇幅所限，这里

只分析其前编。 

        大谷孝太郎认为：“典型的支那人的精神是群的保身的散文的构造。构造形式是散文的，基本的内容是

群的保身。”在这里他用了“散文的”、“群的保身”两个概念。他解释说：“支那人的生活的根本形式是散

文的。支那人从来不试图把人生世界整体地统一起来，不把人生世界的各个部分结合起来达到全体的统

一。……支那人的世界复杂而散乱，各个部分可以发出美妙的音乐，而整体却没有和谐的旋律。这就是我用

‘散文的’这个词来比喻的原因。从支那人根本生活形式的散文性中，可以看出尊大、虚无、无自信和过分自

信，冷漠和激情，安分、合理、矛盾、乐天等诸种属性。”什么是“群的保身”？大谷孝太郎说：“在这散文

式的状态中，支那人最为追求的是群的保身。支那人的生活是以群的保身为基础发出旋律并运转着的。”“支

那人最追求的是群的保身，是在群体中安居乐业，是把安居乐业置于群之中，而不是为了安居乐业而群。群

居、经济与生命维持是浑然的复合。”他还将“支那国民性”与日本作了比较，说：“我们日本人生活在对国

体的信仰中，具有自信力，具有感动的精神的生产力，带有英雄的狂醉的要素，缺乏安分性，虽有点沉不住

气，但决不歇斯底里；具有人性而不残忍，也有因不太矛盾的矛盾而发生的烦恼，比较起来〔与支那人〕颇有

不同。”大谷孝太郎认为，这种“支那国民性”在“支那事变”（即七七事变）的发端时期和经过时期都有表

现。 

        关于“支那国民性”在“支那事变”发端期的表现，大谷孝太郎归纳为六条。第一，“支那人本来就有

民族结合的基础，加上近来炽烈的民族意识的爆发，其民族意识是激情式的，所以民族运动也从内部建设而转

向对外”，使“准备并不充分的民族主义者和与之同床异梦的共产党人一起，驱使族人走向对日战争”；第

二，“由于支那人自身并不能产生民族自信力，所以一旦从外部获得了自信，就具有了超过其实力的极端的自

信，因此，依靠时代思潮和列国对支那的媚态而获得自信力，自己不顾自身的实力而自信力膨胀，热衷于对外

反拨，疯狂抗日侮日，反反复复，终于酿成了事变”；第三，“支那人一旦遇上强大对手……出于憎恶而发生

歇斯底里症，破罐子破摔，甚至不惜‘饮鸩解渴’，敢于‘吃了砒霜毒死老虎’”；第四，“支那人长于局部

富有合理性的算计，但过犹不及，却导致非合理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后果，从全局看采取的是歇斯底里发



作时的行动”；第五，“支那人只注意局部的合理性却堕入非合理性，从而陷于矛盾境地，越陷越深，终于成

为不可自拔的喜剧人物”；第六，“支那人是一种无感动的合理主义者，缺乏英雄狂醉的要素，因而支那人中

难以出现真正的英雄。蒋介石被封为‘民族英雄’，但他没有创造精神，不是个真正的英雄，如上所说，毋宁

说他是蹩脚的喜剧演员”。 

        关于“事变经过中表现出的支那人的世界观”及“支那国民性”的表现，大谷又归纳了十二条，他断言

中国人民的顽强抗日是出于一种“歇斯底里”的心理，认为“支那人性极尊大……稍有得意的事情便得意洋

洋，是矛盾的乐天派，因而，即使一朝被攻下了一城，一夕被拔掉了一堡，节节败退，一般也没有失败感。失

败时也以善战相安慰，无论遭遇多大的倒霉事也不气馁，看上去就是高高兴兴地失败”。在他看来，中国人都

是些妄自尊大、顾此失彼、歇斯底里、性格矛盾、自暴自弃的人，而这些“支那国民性”对于“日、满、支新

秩序”或“大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是“一个制约因素”，是一个“障碍”。所以他建议日本应该想方设法地完

成“现代支那人性格的超克”。可见，大谷孝太郎是站在侵略者立场上对中国人民抗战、对所谓“支那国民

性”加以观察和总结的，他所指出的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焕发的强烈的民族意识、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对最

后胜利的乐观信念等，都是不得不正视的事实，但他以一个侵略者的角度和眼光，对这些事实做了歪曲的、荒

唐的解释，断言这是中国人尊大、非理性、自暴自弃、盲目乐观的“国民性”的表现。大谷孝太郎把中国人的

国民精神看成是“群的保身的、散文的构造”，试图以此来解释抗战期间中国人民的抗战行为，但他最终也不

会理解、当然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作为“群的保身”的中国人，那么希望“安居乐业”的中国人，面对日本的侵

略又会奋不顾身，有着“与汝偕亡”、“吃了砒霜毒死老虎”的斗志，和日本进行所谓殊死的“彻底战”！？

大谷只能把这些他不能理解的东西，归结为“散文的构造”，即认为中国人的性格不具备所谓“性格性”，即

矛盾、混乱、不统一、非理性、歇斯底里等等。满脑子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思想的大谷孝次郎面对中国人民的决

死抗战，在惊诧、困惑之中，只能做出如此皮相、荒谬的解释，这并不奇怪。 

        大谷进一步运用他的这种“支那国民性理论”来解释侵华——抗日战争。在该书的第三章《在大陆上的

彻底战》中，他惊诧于中国人民抗战的英勇卓绝，写道：“我国军人在谈到自己体验的时候，认为在我们的敌

人中，支那兵最强，苏联兵次之，英国兵再次，澳洲兵又次，最后是印度兵，这是值得三思的。”大谷把战争

分为“不彻底战”和“彻底战”两种类型，而把中日这场战争称为“彻底战”，并把“彻底战”作为“蒋共支

那在支那大陆和日本展开的一种特异的战争类型”，认为此种“彻底战”是“发自于支那人的世界观，支那人

独特的世界观才是‘彻底战’的基础”，即“尊大”的心理和“信义”观念。为了自尊，为了信义，生命财产

在所不惜；对不讲“信义”者，“支那人”厌恶至极，一旦对手逼上来，就会“歇斯底里、破罐子破摔的症状

大发作”，鉴于这种国民性格，“支那人突入对日战争，以非人性的、物性的‘彻底战’应敌，是完全不可避

免的”。面对这种“彻底战”，大谷认为要改变这种“支那国民性”极不容易，而要“超克”这种“彻底

战”，“所能够想出的办法有两条，第一，就是面对蒋共的‘彻底战’，我方亦挥泪以‘彻底战’应对之。要

攻入重庆和昆明，‘彻底’地把蒋共歼灭。可以考虑的第二种办法，就是要把支那人认为日本没有信义道义的

误解清除干净、予以根绝，以此把他们拉到信义道义的共同地盘上来，由‘彻底战’变为‘不彻底战’”。他

强调不论使用哪种方法，都必须增强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实力。 

        大谷孝太郎的“支那国民性”理论是在日本侵华战争正明显走向失败的1943年出笼的，因而书中处处流

露出了对中国人民抗日斗志的恐惧和无可奈何的心态。他从战争现实中总结出的这些“支那国民性”，当然毫

无学术价值可言，而且，与其说他总结的是“支那国民性”，倒不如说他很好地总结了日本的国民性。要问在

侵华战场上“歇斯底里、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妄自尊大”的究竟是谁？历史早已经做出了回答。在日本败

相毕露时，却扬言“攻入重庆和昆明，彻底地把蒋共歼灭”——岂不正是暴露了大谷孝太郎们的“歇斯底

里”、“妄自尊大”吗？！ 

        最后，还有一位名叫杉山平助的文学评论家所写的《支那、支那人与日本》⑧一书也值得一提。杉山平

助在“七七事变”后作为“笔部队”的成员被派往中国前线采访，这本书是杉山平助在华北各地观察采访而写

成的随笔文集。其中，有一组文章题为《论支那人》，对中国人及其国民性问题的议论，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辱

骂，集中代表了当时一些日本文人在目睹了中国人民的顽强抗战后而产生的一种气急败坏的心态。他提出了这

样一个口号：“军人用刀剑来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在这种心态下，他

“挖支那人的灵魂”的办法其实就是辱骂。他认为中国的古典和文化虽然伟大，但几经亡国，早已没落，体面

和自豪丧失殆尽，“他们在性格中的某些地方含有高贵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却是怪癖的、变态的、阴暗的、

受虐的”；“从总体上看，他们不过是一个老废的民族而已。我们所敬畏的古代支那人，和今天的支那人毫无



 

 

相似之处”。杉山平助尤其对中国人的“自尊”感到难以忍受。他说：“支那人开口闭口轻蔑地说日本没有固

有的文化，一切都是模仿的，是从自己的祖先这里传去的。然而，他们所引为骄傲的文化，不过是几千年前的

人留下来的糟粕。”他写道：“像支那人那样，具有那么强烈的自尊心，除了惊叹之外没有办法。假如我们这

样想：此次日本军队大振武威，打击他们，会使他们觉醒来，尊敬日本吧？可是这样想的话就大错特错了。”

“在被打得七零八落的今天，他们从心底里仍然顽固得很，深信自己和日本之类的国家比起来要优秀得多，所

以从老妈子到下人仆从，尽管表面上恭顺，内心里是瞧不起日本人的。”“即使等到黄河水变清的时候，指望

支那人从内心里向日本人屈服，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早一点看透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还把中国人与日本的性

格做了一番对比，说：“正直、性急、喜怒形于色的阳性的日本人，面对富有耐性、口是心非的阴性的支那

人，在搞阴谋方面绝对会败给他们。在支那人眼里，日本人简直就是黄口孺儿”；“古典支那人的优秀的头

脑，到了现代支那人就变成了可怕的罪恶”。杉山平助一方面认为日本人在智谋方面不是中国人的对手，提醒

日本人小心，一方面又认为这没有什么可怕，他说：“最初我错把他们的性格看得坚硬，而后来我才明白事实

上支那民族的动脉已经硬化了，是交织着老年的狡黠和冥顽的那种硬化。看起来是强硬处，实际上是不能适应

新时代的妨碍生命的癌变。”为此他提出，针对中国人的这种性格，日本在战术上应避实就虚，既然“玩阴

谋”玩不过中国人，那就在军事上狠狠打击他们；既然中国人不会从内心屈服，那就只有彻底战胜他们。他在

该书前言中叫嚷：“抛弃优柔寡断的态度，转为积极的进攻。” 

        杉山平助并不是中国问题及“支那国民性”的研究者，而只是一个肆意放言的文学评论家。他在中国转

了一圈后，被中国人民的英勇顽强的抗战所激怒，于是就有了上述的气急败坏的詈骂。但杉山在“支那国民

性”的评论中颇有代表性，他的言论表明，站在侵略者立场上对“支那国民性”的“研究”，与站在侵略者立

场上对“支那人”及其性格的詈骂，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 

        由以上评述和分析可以看出，日本近现代、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的所谓“支那国民性研究”，不同

程度地充满了对中国及中国人民的傲慢、偏见、歧视、蔑视和仇视，具有明显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背景，其中

有不少“研究”为日本侵略中国寻求理论根据，成为日本侵华的舆论工具及对华文化侵略的一种方式和手段。

这些所谓的“支那国民性研究”也是今天的日本右翼学者、文人的反华、蔑华的思想渊源之一。 

    注释： 

    ①当时日本人认为中国具有“中心之国”之意，而拒绝使用“中国”这一概念，而是将中国称为“支那”，

贪有蔑视、贬低之意。 

    ②安冈秀夫：《从小说所见支那国民性》，东京：聚芳阁1926年版。 

    ③该书的中文译本见《三只眼睛看中国——日本人的评说》，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 

    ④加藤虎之亮：《支那の民族性》，东京：国民精神文化研究会1937年版。 

    ⑤山崎百治：《これが支那だ——支那民族性の科学的解析》，东京：栗田书店1941年版。 

    ⑥山崎百治：《これが支那だ——支那民族性の科学的解析》，东京：粟田书店1941年版，第476页。 

    ⑦大谷孝太郎：《支那国民性と经济精神》，东京：严松堂书店1943年版。 

    ⑧杉山平助：《支那、支那人と日本》，东京：改造社193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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